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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时空异质性与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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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大气污染物视为“坏”产出，基于 SBM-Undesirable 模型与 Global Malmqusit-Luenberger(GML)

生产率指数实证测算 2006～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大气环境效率与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其时空

异质特征与驱动因素，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揭示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根源，通过构建“效率－生产率”

矩阵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整体水平偏低，

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且在考察期间维持了下降趋势，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之间差

距与长江上游地区内部省市之间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根源；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驱动，技术效率恶化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障碍；不同省市大气环境效

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存在差异，因而必须因地制宜地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对策。研究结论可以为长江经济带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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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囊括 9省 2市，总面积 205 万 km
2
，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 21.38%，人口与 GDP 占全国

的比例均在 40%以上，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然而，多年来“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

式使得长江经济带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危机，已经开始严重威胁到当地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居民身体健康与生态环境质量。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又一个国家

层面的重大发展战略。《指导意见》指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目标定位之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从而对长江流域的

生态环境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郑重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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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大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

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因此，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进程中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应注重环境的保护，这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立足于长江经济带的大气环境保护问题，通过系统考察该地区大气环境效率的时空异质性与

驱动因素，为相关决策部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环境效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产者利用各种要素进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数值上可以用经济产出与环境影响之间

的比值来衡量，旨在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近年来，数据包络分析(DEA)
［1］

方法在环境效率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杨俊等
［2］

、

王俊能等
［3］

、袁鹏等
［4］

、汪克亮等
［5］

采用径向 DEA 模型测算中国不同地区、行业的环境效率。但是，由于径向 DEA 模型忽略了

松弛变量，因而容易高估决策单元效率的真实水平。为了改进这一局限，Tone
［6］

提出基于松弛测度的 SBM 模型。作为一种非径

向、非角度的 DEA 模型，SBM 模型突出了松弛变量在效率测度中的重要作用。刘勇等
［7］

、李静等
［8］

和宋马林
［9］

均采用 SBM 模型

测度中国不同地区的环境效率。Tone
［10］

将环境污染物视为“非期望产出”，对传统 SBM 模型进行改进，提出 SBM-Undesirable

模型，目前已广泛用于中国不同地区、行业环境效率测算之中
［11～14］

。动态效率测度的传统方法为 Malmquist 指数法，但 Malmquist

指数法多是基于传统 shephard 距离函数，受到径向和角度的限制，且无法处理非期望产出问题，因而有很大局限性。Chung 等
［15］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提出的 Malmquist-Luenberger(ML)生产率指数较好地克服了这一缺陷，他将污染物视为“坏”产出，在追

求经济产出最大化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坏”产出，更加契合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可持续发展意涵。杨俊等
［16］

、吴军
［17］

利用考虑

非期望产出的 ML 生产率指数测算了 1998～2007 年间中国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分解，发现技术进步是生产率增长

的主要驱动因素；周五七
［18］

运用共同前沿 ML 指数测度了能源与碳排放约束下中国省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同样

发现中国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则起到了抑制作用；然而，由于传统 ML 指数在测算

方向性距离函数时是以当期生产前沿作为参考对象，在计算混合期方向性距离函数时会出现线性规划无可行解的情况。与此同

时，以几何平均形式表示的传统 ML 生产率指数也不具备传递性这一重要性质。基于此，Oh
［19］

基于全局生产技术提出了一种新

型的 ML 指数—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它不仅完全继承了传统 ML 指数的优点，而且可以有效避免线

性规划无解问题，同时还具备循环传递特性，因而近年来应用愈加广泛。齐亚伟等
［20］

利用 GML 指数对 2000～2009 年中国各地

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了测算并分解；赵良仕等
［21］

则通过 GML 指数测度了 1998～2010 年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全要素生产

率并考察其驱动机制，等。这些研究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利用 GML 指数研究中国资源环境生产率问题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研究聚焦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问题。近年来雾霾天气频发，大气污染防治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专门针对中国

大气环境效率问题的研究并不多，以特定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则更加鲜见。为了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为研究对象，基于 SBM-Undesirable 模型测算大气环境效率并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揭示地区差距的形成根源，运用 GML 生产

率指数分析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特征与驱动机制，并为长江经济带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水平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提

供可行的对策建议。

1 方法与模型

1.1SBM-Undesirable 模型

根据 Tone 提出的非径向和非角度的 SBM-Undesirable 模型从静态角度来测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大气环境效率。该方法能

避免传统 DEA 方法造成的投入要素拥挤或松弛的问题，进而能减免传统 DEA 方法测算效率带来的误差。假设该评价系统存在

N(n=1，…，N)个决策单元，在时间 t(t=1，…，T)内用 m(m=1，…，M)种投入产生 k(k=1，…，K)种“好”产出和 l(l=1，2，…，

L)种“坏”产出。投入指标矩阵表示成 X∈R
m
，“好”产出定义为 Y∈R

k
，“坏”产出指标表示成 B∈R

l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

下，生产可能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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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决策单元 DMU0 的效率为:

式中:s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量，具体即 s
－
表示投入要素的冗余；sy 表示期望产出的不足；s

b
表示非期望产出的过量或多余；

λ是权重矩阵，其与投入、产出指标矩阵的乘积分别表示前沿上的投入量与产出量；ρ关于 S 严格递减，且 0≤ρ≤1，当且仅

当ρ=1时，该决策单元有效，当ρ＜1时，决策单元无效，说明此时存在投入过度、“好”产出不足或“坏”产出过量的情况。

1.2 泰尔指数分解

在测算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大气环境效率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泰尔(Theil)指数分解方法揭示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根

源。作为广义熵指标体系的一种特殊形式，泰尔指数的突出优点是可以将地区总体差距分解为地区内部差距和地区之间差距，

并由此衡量它们在总体差距中的重要性与贡献率。泰尔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1 之间，数值越小，表明地区差距越小；反之，则

表明差距越大。本文借鉴陈德湖等对于泰尔系数及其结构分解的方法
［22］

，得到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公

式如(3)－(6)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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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p(p=1，2，3)表示长江上、中、下游省市数量； 表示各地区大气环境效率均值与整个长江经济带大气污环境

效率均值之比；Theil 代表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总体差距的泰尔指数；Theilp表示某个地区(上、中、下游)内各省市大气环

境效率差距的泰尔指数；Theilw和 Theilb分别表示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地区内差距与地区间差距的泰尔指数。

1.3GML 生产率指数

Malmquist-Luenberger(ML)生产率指数最早由 Chung 等提出。本文利用其用来考察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

率的增长状况。ML 指数以方向性距离函数(DDF)为基础，可以将“坏”产出纳入 TFP 测度框架，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有效

兼顾节能减排，符合“又好又快”的绿色发展思想。测算 ML 指数时需要求解 4个 DDF，包括 2 个当期 DDF 与 2 个混合期 DDF，

在求解混合期 DDF 时可能会遇到线性规划无可行解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本文遵从 Oh 的做法，采用基于全局

Malmquist-Luenberger(GML)来测算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AETFP)，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EFFCH)与技术进步(TECHCH)，

具体如下(7)－(10)式所示。

式中: 为全局方向性距离函数，本文方向向量设为(gx，gy，gb)=(－x，y，－b)，即追求目标为实现“好”产出最

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缩减投入与“坏”产出，且投入与“好”产出是强可处置的，“坏”产出是弱可处置的。AETFP 大于 1、

等于1和小于1表示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不变和下降；AETFP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EFFCH)与技术进步指数(TECHCH)，

EFFCH 大于 1、等于 1和小于 1分别表示技术效率上升、不变和下降，反映决策单元对效率前沿面的“追赶”情况；TECHCH 大于

1、等于 1和小于 1分别表示技术进步、不变和退步，反映效率前沿面向外扩展或收缩的程度。

2 实证测算与结果分析

2.1 指标与数据

对于模型投入指标，本文选择从业人数、资本存量与能源消费总量分别描述劳动投入(L)、资本投入(K)和能源投入(E)。其

中，由于资本存量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本文根据单豪杰的估算方法
［23］

与结果将各省市资本存量数据更新至 2015 年并以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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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期进行调整；由于指标数据所限，本文以各省市二氧化硫(SO2)、烟粉尘(Dust)以及氮氧化物(NOx)作为大气污染物的代表，

并将其作为“坏”产出纳入 DEA 效率模型。“好”产出指标采用各省市 2006 年不变价格的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表征。此外，

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将长江经济带分为长江上、中、下游三大地区，其中，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 4 省市，中游

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与湖南 4 省份，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与浙江 3 省市。上述指标变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表 1 给出了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样本投入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2006～2015 年)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K（亿元） 7 199.01 143 355.30 38 613.14 26 677.10

L（万人） 866.90 4997.60 3 098.75 1 176.82

E（万 t 标准煤） 4 660.10 30 535.82 12 845.26 5 809.63

GDP （亿元） 2 338.98 56 372.62 14 844.13 10 518.26

S02（万 t） 17.08 146.50 72.03 26.15

N0x（万 t） 18.00 153.60 57.60 28.20

Dust（万 t） 8.09 122.50 42.01 19.93

2.2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时空异质特征

根据式(2)测算得到 2006～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及长江上、中、下游三大地区的大气环境效率如表 2所示。根据表

2，2006～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大气环境效率均值为 0.6022，整体水平偏低，距离前沿面尚存在 40%左右的改进空

间，污染减排潜力较大；上、中、下游三大地区的大气环境效率均值分别为 0.4692、0.5379 和 0.8653，下游地区的效率值明显

高于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上游地区效率值最低，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水平的高低与地区发展水平有很强的正相关。但是，我们

必须认识到，本文所用的 DEA 方法只是一种“相对效率”评价方法，效率测算结果虽然能够准确衡量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气环

境效率水平的相对高低，但是效率测算结果与研究样本密切相关。一旦研究样本发生变化，效率测算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所

以，长江下游省市较高的大气环境效率只是相对于长江经济带 11省市而言，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如测算样本中加入大气防治水

平更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则其效率数值会明显下降。

表 2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与三大地区的大气环境效率值(2006～2015 年)

地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平均

重庆 0.412 4 0.399 6 0.401 8 0.405 0 0.409 3 0.429 8 0.435 4 0.468 9 0.481 8 0.476 9 0.4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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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0.468 1 0.461 8 0.445 0 0.837 5

贵州 0.289 6 0.270 5 0.286 0 0.284 4 0.283 0 0.286 2 0.281 5 0.280 4 0.277 2 0.267 0 0.280 6

云南 0.379 1 0.357 3 0.350 9 0.345 2 0.332 9 0.313 6 0.301 9 0.304 1 0.295 9 0.283 2 0.326 4

安徽 0.524 7 0.515 6 0.500 8 0.504 0 0.472 7 0.451 6 0.441 8 0.431 4 0.424 4 0.412 4 0.467 9

江西 0.677 6 0.604 6 0.606 7 0.621 2 0.618 6 0.511 3 0.496 4 0.481 9 0.479 1 0.461 6 0.555 9

湖北 0.585 8 0.572 4 0.569 0 0.567 1 0.552 5 0.456 9 0.528 3 0.451 6 0.449 2 0.434 0 0.516 7

湖南 0.552 6 0.810 3 1.000 0 1.000 0 0.491 7 0.451 4 0.446 3 0.456 2 0.455 8 0.446 4 0.611 1

上海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江苏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0.663 7 0.663 6 0.658 6 0.681 0 0.671 6 0.833 9

浙江 1.000 0 0.701 1 1.000 0 0.664 6 1.000 0 0.651 6 0.656 1 0.634 6 0.661 1 0.651 4 0.762 1

整体 0.674 7 0.657 4 0.701 4 0.672 0 0.651 0 0.565 1 0.568 3 0.512 4 0.515 2 0.504 5 0.602 2

上游 0.520 3 0.506 8 0.509 7 0.508 7 0.506 3 0.507 4 0.504 7 0.380 4 0:379 2 0.368 0 0.469 2

中游 0.585 2 0.625 7 0.669 1 0.673 1 0.533 9 0.467 8 0.478 2 0.455 3 0.452 1 0.438 6 0.537 9

下游 1.000 0 0.900 4 1.000 0 0.888 2 1.000 0 0.771 8 0.773 2 0.764 4 0.780 7 0.774 3 0.865 3

从各省市来看，根据表 2，2006～2015 年间，上海一直位于生产前沿之上，在经济增长进程中有效避免了大气污染物的过

度排放，代表了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的最高水平。浙江与江苏两省的大气环境效率也在 11 省市中处于较高位次；作为中国

能源和制造基地，中游地区聚集了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大气环境效率主要受制于低层次

的产业结构，结构减排潜力巨大；而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产与污染治理技术落后，单位经济产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

代价较高，再加上近年来又不断承接中下游地区的高污染产业，因而上游多数省市大气环境效率长期被“锁定”在一个较低水

平。从时间维度来看，2006～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效率值从 2006 年的 0.6747 下降到 2015

年的 0.5045，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艰巨挑

战。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的大气环境效率也呈现出与整体经济带类似的趋势特征。上游地区的效率值从 2006 年的

0.5205 下降至 2015 年的 0.3680，中游地区从 0.5852 下降到 0.4386，下游地区从 1．0000 下降至 0.7743。持续走低的大气环

境效率表明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保护形势异常严峻，强力推进节能减排与经济绿色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根据式(2)中松弛变量的计算，表 3给出了长江经济带整体及其三大地区投入与“坏”产出变量的冗余状况，可以为改善长

江经济带全要素大气环境效率提供有针对性的方向。由表 3可知，整体来看，冗余率最高的是烟粉尘排放，达到 58.0%。劳动投

入与 SO2排放的冗余率也较高，都在 50%以上；NOX 排放的冗余率为 32.9%，能源投入冗余率为 25.8%；相比之下，资本投入冗余

率较低，只有 9.9%。分地区来看，长江上、中、下游三大地区变量冗余率排序与整体长江经济带基本一致，但是冗余水平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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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别。其中，上游地区烟粉尘排放、SO2排放与劳动投入的冗余率分别高达 69.8%、68.0%与 66.0%，能源与资本投入冗余率为

42.0%和 19.7%。除了烟粉尘，其它变量投入或污染排排放的冗余率在三大地区中都是最高的，这说明上游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

伴随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效率低下。由于人力资本与科技水平低下所限，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环

境代价最高；中游地区烟粉尘排放冗余率在 3 大地区中是最高的，达到 73.5%，主要源于其偏重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

构，另外中游地区劳动投入与 SO2 排放冗余率也较高，分别达到 63.7%与 57.8%；下游地区所有变量的冗余率在 3大地区中都是

最低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SO2排放、NOX排放、烟粉尘排放的冗余率分别只有 2.8%、18.9%、2.6%、16.5%、10.9%、

21.4%，资源利用与污染排放效率都处于相对最优水平。较高的资本产出效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高层次的产业结构与发达的

节能减排技术使得下游地区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同时，有效地实现了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度

较高，是长江经济带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示范地区。从动态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投入与污染排放冗余率都呈现随时间推移而

不断上升趋势，这与前文给出的大气环境效率逐年降低的结论保持一致，需要相关决策部门采取得力措施，在实现经济持续增

长的同时强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促进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表 3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投入产出变量冗余率(2006～2015 年)

地区 变量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平均

K 12.8% 15.6% 16.8% 16.0% 17.8% 18.6% 20.2% 22.9% 26.9% 29.4% 19.7%

L 65.3% 65.2% 65.0% 64.4% 64.2% 59.0% 58.3% 76.5% 71.4% 71.0% 66.0%

上游

E 39.1% 39.6% 39.1% 39.5% 38.7% 40.0% 40.4% 45.3% 47.8% 50.1% 42.0%

S02 58.9% 58.8% 59.2% 60.6% 60.7% 65.3% 64.9% 82.9% 84.2% 84.0% 68.0%

N0x 24.1% 38.7% 27.7% 35.0% 37.0% 49.2% 49.3% 57.7% 59.6% 59.1% 43.7%

Dust 67.5% 67.8% 67.1% 66.3% 64.1% 64.9% 64.7% 83.2% 75.8% 76.6% 69.8%

K 0.0% 0.6% 0.0% 0.0% 0.1% 2.4% 6.3% 11.4% 15.5% 18.1% 5.4%

L 57.9% 52.7% 48.3% 47.0% 69.6% 77.0% 68.4% 75.9% 70.5% 69.9% 63.7% -

中游

E 26.0% 21.1% 19.1% 19.1% 28.3% 31.1% 32.2% 28.6% 31.3% 34.3% 27.1%

S02 44.9% 38.6% 37.8% 38.6% 56.0% 71.5% 71.0% 71.2% 73.7% 74.7% 57.8%

N0x 24.2% 18.3% 20.9% 20.4% 26.6% 55.2% 54.6% 54.3% 56.3% 55.9% 38.6%

Dust 70.7% 70.4% 56.3% 55.0% 76.1% 82.9% 82.3% 83.2% 78.6% 79.7% 73.5%

K 0.0% 0.0% 0.0% 0.9% 0.0% 2.2% 4.0% 5.9% 7.2% 7.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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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0.0% 20.8% 0.0% 21.2% 0.0% 33.6% 32.8% 31.8% 24.4% 24.1% 18.9%

下游

E 0.0% 0.4% 0.0% 0.1% 0.0% 3.2% 3.6% 4.4% 6.1% 7.8% 2.6%

S02 0.0% 2.3% 0.0% 6.4% 0.0% 30.8% 30.0% 29.7% 32.9% 33.3% 16.5%

N0x 0.0% 4.5% 0.0% 9.6% 0.0% 19.2% 20.0% 18.0% 18.3% 19.2% 10.9%

Dust 0.0% 17.8% 0.0% 18.0% 0.0% 39.5% 33.7% 40.7% 32.3% 32.4% 21.4%

K 4.6% 5.9% 6.1% 6.1% 6.5% 8.2% 10.7% 14.1% 17.4% 19.4% 9.9%

L 44.8% 48.6% 41.2% 46.3% 48.7% 58.6% 55.0% 64.1% 58.2% 57.8% 52.3%

整体

E 23.7% 22.2% 21.2% 21.4% 24.4% 26.8% 27.4% 28.1% 30.4% 32.8% 25.8%

S02 37.8% 36.1% 35.3% 37.8% 42.4% 58.1% 57.6% 64.1% 66.4% 66.8% 50.2%

N0x 17.6% 21.9% 17.6% 22.8% 23.1% 43.2% 43.2% 45.6% 47.1% 47.0% 32.9%

Dust 50.3% 55.1% 44.9% 49.0% 51.0% 64.5% 62.6% 71.6% 65.0% 65.7% 58.0%

2.3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根源

由式(3)～(6)计算可得，2006～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的泰尔指数及地区之间差距与地区内部差距

的分解结果，通过衡量地区之间差距与地区内部差距在地区差距中的贡献率，从而揭示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形成

的主要根源。泰尔指数测算与分解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的分解结果(2006～2015 年)

年度 总体差距

地区之间差距 地区内部差距

数值
贡献率

(%)
数值

贡献率

(%)

上游贡献率

(%)

中游贡献率

(%)

下游贡献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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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0.078 8 0.041 3 52.33 0.037 6 47.67 45.77 1.90 0.00%

2007 0.077 6 0.027 5 35.42 0.050 1 64.58 51.67 6.76 6.16

2008 0.087 4 0.037 2 42.58 0.050 2 57.42 41.84 15.57 0.00

2009 0.083 0 0.024 5 29.57 0.058 4 70.43 46.38 16.81 7.23

2010 0.091 7 0.049 6 54.11 0.042 1 45.89 44.06 1.84 0.00

2011 0.079 3 0.024 0 30.31 0.055 3 69.69 59.28 0.54 9.87

2012 0.079 6 0.023 1 29.03 0.056 5 70.97 60.26 1.08 9.63

2013 0.061 2 0.044 2 72.29 0.017 0 27.71 12.09 0.41 15.21

2014 0.064 3 0.048 0 74.64 0.016 3 25.36 12.67 0.46 12.23

2015 0.068 9 0.051 4 74.58 0.017 5 25.42 12.60 0.39 12.43

平均 0.077 2 0.037 1 49.49 0.040 1 50.51 38.66 4.58% 7.28

由表 3 可知，2006～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泰尔指数从 2006 年的 0.0788 下降至 2015 年的 0.0689，表明

地区差距整体上是缩小的。根据指数分解结果，平均来看，上中下游地区之间差距与地区内部差距在总体差距中的贡献率相当，

分别为 49.49%和 50.51%。从时间变化来看，地区内部差距与地区之间差距交替成为影响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从 2013 年开始，

地区之间差距的贡献率迅速增加，成为影响地区差距的决定因素。至 2015 年，地区间差距贡献率已达到 74.58%，远超地区内部

差距贡献率的 25.42%。从地区内部差距来看，上游内部省市之间差距最大，贡献率最高，达到 38.66%，其次为下游地区的 7.28%，

中游地区各省市之间的差距相对最小，贡献率只有 4.58%。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表明，缩小上中下游地区之间差距与上游地区省

市之间内部差距应该成为未来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关键。但值得注意的是，下游地区省市之间内部差距自 2013 年开

始迅速扩大，贡献率在 2015 年已经接近上游地区，主要是由于 2013～2015 年间江苏、浙江的大气环境效率下降比较明显所致，

须引起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

2.4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动态演进与驱动因素

为了进一步考察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气环境效率的动态演进特征与驱动因素，本文利用式(7)～(10)，采用 GML 生产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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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测算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AETFP)，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EFFCH)与技术进步(TECHCH)，具体分解结果如图 1～图 3 所

示。结果表明，2006～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 0.9902，年均下降 0.98%，表明长江经济

带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形势不容乐观。从指数分解结果来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FFCH平均值为0.9896，

年均下降 1.04%，技术进步指数 TECHCH 平均值为 1.0014，年均上升 0.14%，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是由

于技术效率恶化所致，技术进步则起到正向促增作用。追根溯源，这表明由于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过

分依赖生产与污染防治技术进步，更加偏重于工艺设备的更新改造与升级换代，而忽视了对传统落后环境管理模式的改革、外

部市场制度环境的优化和先进环保理念的推行，从而导致对前沿技术吸收的追赶效应逐渐消失，技术效率在不断下降，与技术

进步“南辕北辙”，严重制约了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保护效率与大气污染防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从单个省市来看，如图 1 所

示，2006～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大气环境生产率中，只有上海和重庆大于 1，浙江等于 1，其它 8省市都小于 1。根

据指数分解结果，重庆与贵州的技术效率是提升的，上海维持不变，其它 8 省市技术效率都呈下降态势；重庆、上海与江苏 3

省市的技术进步指数值大于 1，其它 8省市皆出现不同程度的技术退步。



11

从地区层面来看，如图 2 所示，长江上中下游三大地区大气环境生产率无一例外的出现了下降趋势，年均分别下降 0.87%、

1.78%和 0.05%，其中中游地区下降速度最快，上游次之，下游地区下降速度最慢。根据指数分解结果，三大地区技术效率在研

究期内都是下降的，年均分别下降 0.74%、1.52%和 0.82%；另外，只有下游地区技术进步指数大于 1，为 1.0080，年均上升 0.80%，

上游与中游技术进步指数则年均分别下降 0.03%和 0.20%，都遭遇了技术退步。大气环境生产率的分解结果充分表明长江经济带

目前仍然没有摆脱传统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绿色转型任重道远。另外，长江中游大气环境生产率、技术效率

和技术进步在三大地区中的表现都是最差的，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程度最低，是未来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

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关注地区。从动态视角来看，如图 3 所示，2007～2011 年间，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生产率一

直处于下降状态，2012～2015 年间转为上升通道，希望这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积极向好的一大信号。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在 2006～2009 年间维持正向增长状态，但 2010～2015 年间一直处于下降区间；技术进步指数则在 2007～2011 年间出现持续下

降趋势，2012～2015 年间转为正向增长，是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生产率提升的关键驱动因素。综上所述，为了优化长江

经济带经济增长效率，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重点是要改善技术效率，力求让技术效率增进与技术进步协同促进大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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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5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

前文给出了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大气环境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结果，本部分将两者结合起来进一步揭示各省市在大气

环境效率提升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为未来各省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战略导向。本文以经济带各省市大气环境效率与

大气环境生产率的平均值为界，构建“效率－生产率”矩阵，并将经济带各省市归入具有不同特征的 4 大方阵:第 1 方阵:效率

大于平均值，生产率大于平均值，效率高且增长速度快；第 2 方阵:效率大于平均值，生产率小于平均值，效率高但增长速度慢；

第 3方阵:效率小于平均值，生产率小于平均值，效率低且增长速度慢；第 4 方阵:效率小于平均值，生产率大于平均值，效率

低但增长速度快。经过效率与生产率的比较，图 4 给出了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优势与不足的归类结果。

如图 4所示，横轴表示大气环境生产率，纵轴表示大气环境效率，以二者平均值为界，将坐标平面划分为 4 个部分，分别

对应大气环境效率特点的 4 大方阵。通过比较发现，处于第 1方阵为浙江和上海 2 省市，其大气环境效率高且增长速度快，具

备双重优势，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保护的“标杆”与领先省市；四川、江苏、湖南 3 省份处于第 2 方阵，大气环境效率较高

但增长速度较慢，优势在于大气环境效率较高，劣势在于生产率低，效率增长速度较低，未来大气环境效率可能会被其它省市

所超越；贵州与重庆 2 省市位于第 3 方阵，不足在于大气环境效率较低，优势在于生产率较高，效率“追赶”速度较快，大气

环境效率在未来有较大增长潜力；云南、湖北、安徽、江西 4省份位于第 4方阵，大气环境效率与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都小

于平均值，处于双重劣势状态，效率低且增长速度缓慢，追赶先进省份的难度趋于加大，是当前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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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严峻的省份。

3 结论与启示

运用 SBM-Undesirable 模型与 GML 生产率指数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考察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时空异质特征与

驱动因素，揭示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原因，分析各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研究发现:

(1)2006～2015 年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大气环境效率均值为 0.6022，整体水平偏低，投入与污染排放的冗余率较高，

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上游地区内部省市之间的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形成

的主要根源；

(2)不同地区大气环境效率的差异性比较明显，下游地区的效率水平显著高于中上游地区；

(3)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研究期内出现下降态势，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度进一步下降，技术效率下降是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恶化的决定因素；

(4)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中，不同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存在差异，可以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与措施。

结论蕴含了深刻启示:当前大气环境恶化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福祉的提升，要从根本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必须通过转变发

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与污染排放效率，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这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必然选

择。针对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各地区之间应加强合作交流，破除条块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实现

节能减排技术的全流域共享，逐渐形成各地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全

面提升，必须要尽快改变当前过分依赖技术进步的不合理模式，补齐技术效率低下的短板，充分发挥技术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

的协同效应，实现两股力量齐头并进，在推动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应注重先进环境管理模式的普及，通过顶层设计创

造更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为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

展提供更为强劲的推动力。另外，在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发展实际与大气污染防治的优势和不足，因地制宜地制定节能

减排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与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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